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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
基于元分析的证据

闫 春，黄绍升
（山西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太原 030006）

摘 要：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收集 56项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独立实证研究样本（17482个个体样本）进行再分析，结

果表明：人际信任能有效激发员工创造力，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存在显著中等强度的正向关系（r=0.34）；感知到领导信任、同

事间相互信任较信任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都大；当数据来源于同一个体时，得到的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影响水平更高；

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在新生代员工群体中较年长员工群体显著；东方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强度

要高于西方文化背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要大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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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创造力被广泛认为是组织发展和获取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因素［1］，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想法和期望这

些想法得到充分实施逐渐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焦点［2］，尤其是个人因素和情境因素相结合对员工创造力

产生影响的研究已经成为一种广泛的概念框架［3］。已有研究分别探讨了人格特征、目标导向、动机、情感等

个人因素，团队特征、团队冲突、团队即时状态等团队因素，任务的常规性、复杂性、挑战性、互依性等任务因

素，领导行为、同事特征及与同事的关系等人际因素，以及信任、反馈等与组织文化氛围有关的社会情境因素

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4］。其中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就是一个受到广泛关注但却又存在观点分歧的研究

主题。

员工创造力的产生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知识的交换，信任（trust）作为一种心理状态［5］，是人际互

动的基础，但信任度（trustworthiness）的差异又会引致不同的结果影响［6］。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积极回答

“人际信任是激发还是阻碍员工创造力的发挥”这一问题，但尚未取得共识。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大多研究

都发现人际信任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的发挥［7⁃8］。基于积极情绪的拓展⁃建构理论，人际信任增强的心理安

全感能够有效拓展个体积极的心理资源，因而可以让个体的思维模式变得富有创造性从而促进员工创造力

的发挥［9］。基于社会交换视角，人际信任构成了社会交换的基础，较高的人际信任会强化或促进员工与他者

双方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高社会交换关系下的员工往往更愿意实施有助于组织整体利益发展的创新行为

来回报他人，还能够减小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资源错配损失，从而有利于员工创造力的激发［10］。上述研究对

于认识员工创造力的来源和机制有重要意义。然而，人际间的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可能受制于工作中

的情景因素，在与积极情景因素交互作用时，对员工创造力产生 1+1＞2的效果，与消极情境因素共同作用

时，则会抑制或减弱员工创造力［11］。例如，Simons和 Peterson［12］对高层管理团队成员的研究发现，人际信任

消极调节了任务冲突与关系冲突之间的作用，使得创新任务冲突升级为关系冲突；王红丽和张筌钧［13］研究

得出“信任也有可能需要付出代价”，过度信任会引致制度性压力和角色负荷，甚至情绪耗竭的结论。

另外，在人际信任中，信任通常发生在信任方（trustee）与被信任方（truster）两者之间，信任的单向性会使

得一方的信任并不总能吸引另一方的回报［14］。换句话说，信任方与被信任方可能对他们的信任关系有不同

见解，因此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行为。由于资源与权力占有的区别，上述的不对称关系通常发生于领

导与下属这种垂直二元关系中，Brower等［14］发现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和对同事的信任两者之间存在着较低的

相关性，而 Salamon和 Robinson［15］却发现下属对领导信任与员工同事间的相互信任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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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他们还发现，感知到的信任对绩效的作用超出了员工信任组织中他人所产生的影响，从而展示了感知他

人信任的显著效果。虽然信任他人和感知他人信任具有相似之处，但两者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信任方或

感知信任方。而在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研究中，学者主要关注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作用

机制，却忽视了信任他人与感知到他人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可能存在的差异，这一信任类型差异可能在

不同情景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16］。

综上，尽管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研究日益丰富，但对于人际信任是激发、抑制员工创造力或是

二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17⁃18］，不同类型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是否存在的差

异也有待进一步验证。此外，国家层面的文化起源、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等的不同，东西方文化的价值观有着

本质的区别，不同国家情景下的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的关系是否存在差异性亦不明确。再者，在员工不同

年龄层次上有不同的个性特征，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在不同年龄层次有可能存在不同作用效果。

因此，系统地验证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不仅有理论上的必要，在元分析方法上也具备了阶段性

总结的可行性。针对现有研究的空隙，本文采用元分析方法对收集到的 56个独立实证研究进行验证，以厘

清“组织内人际信任是否能够促进员工创造力发挥”这一核心问题，降低和弥合不同研究观点之间的分歧。

然后，根据数据编码，结合人际信任来源主体的不同，分别探讨感知到领导信任与信任领导、同事相互之间信

任与信任领导之间的差异对员工创造力的效应，并提炼情境因素（年龄、社会文化、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同

源偏差程度 4个可能调节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变量，进一步明确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出现

矛盾的原因，为理解组织内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提供更加整合和稳健的定量支持。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一）变量定义

1. 人际信任

信任是一种心理状态，是对另一方意图或行为的积极期望并愿意承受风险的心理状态［19］。目前，对于

信任分类机制的研究，总体呈零碎的局面，主要从信任对象、信任来源、信任强度、信任纬度等视角进行分类。

根据信任对象的不同，信任可分为组织内和组织间信任，组织内信任是指个体对于组织中领导、同事等的个

体间信任和组织整体的信任［6］，组织间信任表现为组织对组织的信任，其中以个体之间的信任研究最为广

泛。信任来源分类则侧重于从信任内部对信任进行剖析，揭示出来源于规则、社会约束、习俗、文化、个人能

力或者制度等方面的分布路径，分为存在性、当然性、选择性三类［20］。信任强度分类从信任的强弱程度建立

模型，将信任区分为弱式信任、半强式信任和强式信任［21］。信任纬度视角则基于人际信任中的理性与情感

两个重要维度，将信任区分为认知型信任和情感型信任两种［22］。已有研究对信任的分类虽然呈现出多视

角，但最终都体现在信任对象不同在其他信任分类中的不同信任表现。本文基于信任对象的分类，关注组织

内的人际信任，主要包括员工与领导、员工与同事之间的信任。

2. 员工创造力

在管理研究中，员工创新经常与员工创造力作为一对紧密相关的概念，依然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或认

为不需要刻意去区分，视之为是可相互替换的概念；或认为两者存在本质上的区别［23］。更有学者进一步对

比分析了“员工创新”与“员工创造力”这两个概念的内涵，认为员工创造力是指个体产生新颖的、有用的观点

的能力［24］，是一种强调创造性想法的主动性行为，而员工创新不仅包括产生新构想，还包括将新的思想、产

品或技术等进行组合应用［25］。即认为员工创新包含多个阶段，每个阶段包含着不同的活动与不同的个体行

为表现，而产生新想法仅是员工创新的一个前期阶段。但从相反角度来看，个体创造力又在创新的任何阶段

与不同行为进行组合［23］。虽然在概念区分上，大多学者都认可员工创造力属于员工创新前期阶段的观点，

但是在实证研究中，仍然处于相互交替使用的状态［26］。另外，在中文研究样本中，对英文量表翻译的不同，

即使是同一量表，表述上也存在不同的侧重点，而且测量题项在文献中没有进行公布，无法对作者的测量侧

重点进行判断。在元分析中，为尽量保证文献收集的完整性，相似的变量需要进行合并［27］，因此本文借鉴刘

智强等［28］的做法，将员工创造力和员工创新行为都纳入分析范畴。

（二）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作用的假设

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观点不一。很多研究证实了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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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9］，认为创新行为由于结果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具备风险［29］，员工的创造性想法也不一定会被组织鼓

励和接受［30］，而人际信任可以降低这种模糊性和让员工感知到来自他人的鼓励，从而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

和创新行为。人际信任对于员工的创新行为不仅是一种有价值的社会支持资源，而且还可以提供创新的心

理保障［31］。一个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会让员工觉得自己身在一个安全和鼓励自我发展的环境下工作，从而

表现出更多的创新行为［23］。另外，组织内人际信任可以减小信息不对称对给组织带来的资源错配损失的可

能，促进组织成员之间更多的隐形知识共享，促进员工知识的探索，从而促进组织成员的创造力［32］。但也有

研究得出信任与创造力之间不存在正向联系［33］，认为过度不信任或过度信任对员工创新和创造力都不利；

高度人际信任会由于误解和错误归因，使得创新任务冲突升级为关系冲突［12］；过度信任还可能会引致工作

压力和角色负荷，甚至情绪耗竭［13］。但总体来说，支持组织内人际信任促进员工创造力的研究更多，据此提

出假设 1：
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H1）。

在领导与下属的垂直二元关系中，上下级关系的角色概念不仅仅是一种对偶关系，而是会侧重单向性的

角色规范与行为预期，领导对下属的信任与下属对领导的信任不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是性质上的差异［6］。不

管对哪个社会而言，这种差异都会隐含着两套不同的意义以及不同的建构社会秩序方式［34］。下属信任领导

代表了基于积极期望在关系中承担风险的意愿，但领导有可能没有意识到下属并未说明的意愿和期望，或者

误解了下属信任行为背后的意图［35］。相反，下属感知领导的信任标志着对领导积极期望的感知和实现，并

暴露了自身易受伤害的意愿。从社会交换的互惠观点看，当下属感知到领导的信任时会感到感激，因而给予

尽可能多的回报，以补偿另一方［36］，从而更有可能被激发出创造性思维和表现出更积极的创新行为。另外，

感知到信任能够传递一种积极信息，带来员工的自我积极的评价，这些信息和自我评价很可能被内化并反映

在他们在工作场所创新行为中。Salamon和 Robinson［15］的研究支持了以上的观点，发现当员工感知到管理层

的信任时，员工会制定履行责任的规范，表现出更高的绩效。Lau等［35］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了感知到领导信任

会比员工信任领导对组织公民行为和员工绩效的影响作用更大。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2：
与信任领导相比，感知到领导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更强（H2）。

在组织中，领导者往往会拥有较下属更多的资源和权力，对资源的支配能力也更强，因而会产生让下属

对其产生依赖并希望获取资源的需求［37］。而下属也依赖领导在口头上与精神上的支持与鼓励来满足个人

的需求。已有研究证实下属对领导信任度越高，将有更强的意愿去跟领导接触或向领导建言［38］，而且当员

工采取与上级多进行创意接触行为和上行影响策略时，他们的创意就更有可能被上级评价和得到实施［39］。

根据认知失调理论，个体的行为与心理具有保持一致性的倾向，当个体心理上的某个认知与情景环境中的体

验产生矛盾时则会出现认知失调，个体会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减轻这种失调，与同事之间的相互信任就是其中

一种方式。与信任领导相比，同事之间的相互信任也能够对员工创造力产生积极作用［40］，或者创造有助于

提高创造力的重要渠道（如隐形知识的分享情景）［41］。但从上下阶级权利大小的角度来看，领导在某种程度

上是组织的代表，上下级关系性质往往是面向任务和工具性的，员工对其产生信任是一种会表现出组织化的

特点；而员工与同事之间的信任则以个性化特点为主。从信任主体来看，信任领导是一种自我认知所产生的

行为，一旦得不到领导的回应，员工往往会发生自我认知的变化，从而产生更少的组织公民行为［35］，而同事

之间的相互信任是一种自主性的、能够感知到对方对自身意愿的互动行为，这类型的信任更能为创造力的发

挥奠基基础。于是本文提出假设 3：
与信任领导相比，同事间相互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更强（H3）。

（三）影响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作用的调节因素及研究假设

1. 同源偏差程度

从搜集的文献来看，现有关于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的研究都是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收集数据，但由

于调查方式不同，部分研究中人际信任和员工创造力两个变量的数据都来自同一对象，即员工自身，从而产

生同源偏差问题。同源偏差程度高，测量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也会偏高，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会降低。元分析

中，较之采用不同评定者，单一受测者会使得相关系数发生 59.5%~304%的膨胀［42］。对此一种比较常见的处

理方法是将其视为调节因素，本文也借鉴这一思路，采用二分法对同源方差进行编码，即如果人际信任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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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创造力的评估数据来源于同一被调查者则认为同源偏差高，否则即为低，并提出假设 4：
同源偏差程度能够调节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同源偏差程度高时，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

的作用比同源偏差程度低时的作用更大（H4）。

2. 年龄

人际信任与工作行为与绩效之间存在着自尊和社会交换两种作用机制［43］。由社会交换动机引起的工

作态度或行为通常是外部驱动的，强制性的，或与未来奖励的期望相关联。相反，自尊机制通常是由任务意

义的内部驱动而出现匹配的态度或行为，而不期望外部奖励［36］。此外，社会交换机制是针对特定个体（如领

导），因此也针对特定个体的态度和行为。相比之下，自我概念目标更加分散［44］。这些差异意味着人际信任

的自我概念效应对个体创新行为持续的时间长于社会交换的效果，因为当社会交换特定目标（领导或同事）

的态度或行为没有出现或短暂性消失时，员工缺乏回报的动机。再者，尽管有研究发现，领导信任的感知会

引起员工的制度性压力与角色性压力，从而可能导致被信任者的情绪耗竭［13］。但是，工作成就动机高的员

工个体可能将额外的职责看成是成长和发展的机会，而不会将领导的期望视为一种累赘，因而表现出更多的

创造性活动。在个体成长进程中，他们会表现出随年龄变化的阶段性差异特征，工作对于员工的工具性价值

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降低，作为工作内在动机成分的成就动机也随之下降，并以创造力水平差异的形式

体现出来，这一规律在英国和中国为样本的研究中都得到了证实［45］。因此，可以认为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

力的提升作用在新生代员工群体中更为明显。据此，提出假设 5：
与年长的员工相比，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效应在新生代员工群体中有更为显著的作用（H5）。

3. 社会文化背景

创造力即使不完全是文化的，它也大部分是文化的，不同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也有可能产生不同的影

响［44］。具体地，西方文化中的个体注重自我，崇尚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自己是社会群体中的一个独立个

体，强调低权力距离，而东方文化中的成员则更倾向于把自己认为是群体的一份子，以一种互相依赖的方式

建构自我，强调高权力距离［46］。从文化背景高低来看，东方文化代表高文化背景，大部分的信息隐含在沟通

与接触过程中，对“情理”比较看重，而西方文化代表低文化背景，讲究“法”。所以，一方面，人际信任对员工

创造力作用的发挥需要营造良好的合作氛围以促进资源和隐形知识的传递［47］。而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

比在个人主义文化背景下组织成员更愿意主动分享知识［48］，因此，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更有利于通过人际

信任提升员工创造力。另外，从权利距离和文化背景高低程度来看，东方文化背景下员工更加容易接受权利

的不平等，领导者能够通过个人威望在工具性任务及心理情感沟通中构建高质量的上下级交换关系［49］，而

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的组织个体更倾向于和领导进行正式沟通，非正式的情感等不易对其产生影响。因此，东

方文化更有助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作用需要构建的同事之间、下属与领导之间心理安全保障。有研究从

侧面证实了高权利距离在员工感知被信任与利组织行为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16］。从东西方

文化背景的角度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6：
社会文化背景能够调节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东方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

作用强度要高于西方文化背景（H6）。

4.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

创新是一种资源消耗的过程，需要有充足的资源作为支撑［50］，而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则有可能因

为在创新资源和创新氛围上的差异，对员工的创造力产生不同水平的作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经济

实力、科技基础、资源保障等方面更具优势，从而让组织有更多机会和更大信心去从事创新创造，为个体的创

造力发挥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而且发达国家的教育和培训机制更加健全，高素质劳动力比例更高，人力资

本更具有创造性和专业性，能够为组织带来新想法和知识来源，并有利于形成创造力发挥的良性循环［51］。

但是，发达国家社会更加强调个体主义的自我实现社会价值观［52］，导致北欧等高经济水平的国家的社会信

任建立在由更强调个体独立性，处于范围小而紧密的社会群体中，有可能导致人际信任度的下降进而阻碍创

新的产生，同时在北欧等高经济水平国家，各项国家创新相关政策较为完善，企业的相关制度也相对完善，更

多的创新过程、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更多不是基于人际信任，而是来源于完善的组织制度所提供的保障。李晓

梅［53］研究表明北欧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因素在人际信任与国家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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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推断，虽然高经济发展水平国家的员工可能会表现更高水平的创造力，但这种创造力的促进作用更多

的是由于人力资本和完善的制度保障所提供，而不是源于人际信任。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7：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对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人际信任

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要大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H7）。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一）数据收集

对于中文文献的收集以电子数据库检索为主，并辅以手工检索。首先，以“信任”“创造力”“创新”“创新

行为”为检索词在中国知网、万方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 3个数据库进行题名和关键词检索。本文的研究对象

为员工个体，因此，为缩小检索范围，以“员工”“个体”为主题限定词进行联合检索。剔除非实证文献后，共收

集 56篇期刊论文和硕博士论文。其次，人工查阅了近 10年中国人力资源开发、南开管理评论、心理学报、心

理科学进展、心理科学、心理与行为研究、管理世界、管理评论、管理学报、科研管理等 4种心理学、6种管理学

期刊，获得 2篇文献。再次，参加两次人力资源管理的学术会议，未获得未发表文献。最后，作者查阅了贡喆

等［18］的综述性研究，发现 2篇新文献。

英 文 文 献 的 收 集 同 样 采 用 电 子 数 据 库 为 主 ，人 工 检 索 为 辅 的 方 式 。 首 先 ，以“trust”“creativity”
“innovation”“innovation behavior”为检索词在 EBSCO、Elsevier Science Direct、Web of Science、Springer、APA共

5个数据库中进行题名和摘要检索。同样地，为缩小搜索范围，以“employee”“staff”和“personnel”为主题限定

词 进 行 联 合 检 索 。 在 剔 除 非 实 证 文 献 后 ，共 获 得 46 篇 文 献 。 其 次 ，对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Journal、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Asia

Pacific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Research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Management等国外重要 OB&HRM领域英文期刊进行 10年刊发文献进行人

工检索，未获得文献。最后，查阅 Dirks和 Ferrin［54］的信任研究综述文章，获得 1篇文献。

（二）数据筛选

为在保证文献覆盖面的前提下提高数据质量，对于检索到的文献需要进一步筛选，本文对文献的筛选标

准有 4条：①文献是基于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研究背景；②须定量研究了人际信任（或人际信任的

组成维度）与员工创造力的相关关系；③报告有明确的或可转化的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相关效应

值，如相关系数、相关关系矩阵等；④在元分析中，同一研究样本不能重复编码，因此对于同一数据在不同文

献中使用时，只编码信息较为全面的一个文献。对 107篇文献按照以上检索步骤和标准严密筛选后，最终得

到 55篇文献（中文文献 31篇，英文文献 24篇），56个独立研究样本，其中 Zhang和 Zhou［55］的研究包含两个独

立研究样本，共 17482个员工个体调查样本。

（三）数据编码

元分析编码工作容易出错，存在一定的主观性，本文按照 Lipsey和Wilson［56］的编码步骤进行操作。在编

码之前，由两位研究者根据研究主题共同编写包含描述项和效应值统计项的编码手册。描述项包含作者、年

份、文献标题、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样本的来源国、变量的评价方式等核心信息，效应值统计值则是以相关系数

r、回归系数 β和 t值等统计数据。此外，为避免编码带来的人为误差，本文由两位研究者分别对文献进行编

码，编码结果一致性达 89.47%，不一致的内容主要是由于编码失误造成，对于编码不一致的内容，两位编码

者通过勘正错误的方式达成共识。另外，对同一个文献中报告了多个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相关系数

的情况，本文采用以下方式编码：①若相关系数来源于不同独立样本，则以每个相关系数作为独立效应值；

②若相关系数属于相同样本总体，只是人际信任的不同维度与员工创造力或者员工创造力不同维度之间的

相关系数，取效应值的平均数进行编码；③对于只报告了标准回归系数的文献，按照 Peterson和 Brown［57］的方

法（r=β×0.98+0.05，r≥0；r=β×0.98-0.05，r＜0，其中 r为相关系数，β为标准回归系数，β∈［-0.5，0.5］），对标准回

归系数进行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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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分析与假设验证

目前，组织管理研究领域元分析方法主要有 Schmidt和
Hunter、Hedges和 Olkin两种，本文采用 Hedges和 Olkin［58］的
计算方法，综合使用 Piers Steel教授在中山大学元分析工作

坊和赵海临博士在华东理工大学元分析工作坊分享的元分

析软件进行计算，主要步骤如下。

（一）出版偏倚分析

为解决出版偏倚问题，在元分析前需要进行效应值检

验。出版偏倚是指由于研究者不能完全获取全部的研究资

料所造成的结果偏倚。解决这一问题较为直观的是使用漏

斗图。根据漏斗图原理，如果各效应值较为对称地聚集在

平均效应值两边则说明研究不存在发表性偏倚的问题。从

图 1的分布情况来看，大部分研究都较为均匀地分布在中线

两侧，说明本文存在出版偏倚的可能性较小。

另外，为了更加精确地估计出版偏倚的风险，本文还采

用失安全系数从定量角度检测出版偏倚水平，其原理是计

算为使研究结果达到不显著水平仍需要找到的未出版文献

的数量，系数值越大越好。从表 1可知，人际信任与员工创

造力之间各个对应关系的失安全系数均满足大于 5k+10 的

标准［59］，表明为使结果达到不显著水平需要找到的未出版文献数量均较大。因此，可以认为本文的分析结

论是可靠的。

（二）效应值转化
首先，通过标准误差公式对编码或通过回归系数转化后的相关系数转化为费雪 Z值，解释相关系数分布

的不均匀：

ESzr = 0.5 × ln éë ù
û( )1 + ES r ( )1 - ES r （1）

其中：ESzr表示转化后的费雪 Z值；ESr表示两个变量的相关系数。

然后，将抽样标准误方差的倒数作为权重，对费雪 Z值进行加权平均：
----ES zr =∑( )ni - 3 ESzi ∑( )ni - 3 （2）

其中：
----ES zr表示费雪 Z值的加权平均值；ESzi表示转化后的费雪 Z值；ni表示样本量。

最后，将其转换回最终效应值的相关系数：

rz= ( )e2
----ES zr - 1 e2

----ES zr + 1 （3）
（三）同质性检验和主效应检验
元分析中，对于同质性检验，通常使用 Q值和 I2两个统计指标来评估样本异质性水平。当 Q>k-1，I2>0.6，

且 p值达到显著性水平时，表明样本是异质的，使用随机效应模型，否则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下同）［60］，检验结

果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人际信任、领导信任、同事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同质性检验结果显著性都小于

0.05，Q值均远远大于自由度 df（Q）［df（Q）= k-1］，I2均大于 0.6，说明样本都是异质的，均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同时，I2数值也表明可能存在一些调节因素影响它们之间关系的强弱。以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相关性的

同质性检验结果为例，I2值为 95.20%，表明元分析中 95.20%和 4.80%的观察变异分别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

和随机误差所导致。

表 2中，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整体的相关系数为 0.34，且点估计在 95%CI显著，说明人际信任与员工

创造力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中等强度相关关系。另外，感知到领导的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效应值

（0.38）、同事间相互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效应值（0.36）都大于信任领导与员工创造力之间的效应值

（0.30），且在置信区间内显著。因此，H1、H2、H3均得到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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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效应值漏斗图

表 1 出版偏倚分析结果

效应

人际信任与
员工创造力

信任领导与
员工创造力

感知到领导信任与
员工创造力

同事间相互信任与
员工创造力

效应值
个数 k

56
28
7
14

失安全
系数 N

4133.36
1787.52
136.71
286.44

5k+10
295
150
45
80

需找到的
未出版研究数量

73.81
63.84
19.53
2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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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同质性检验和主效应检验结果

主效应关系

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

信任领导与员工创造力

感知到领导信任与员工创造力

同事间相互信任与员工创造力

k

56
28
7
14

N

17482
9148
2032
4190

模型

R
R
R
R

同质性检验

Q
1146.01
491.09
52.97
269.93

p
0.00*
0.00*
0.00*
0.00*

I2

95.20
94.50
88.67
95.18

τ2

0.06
0.05
0.03
0.07

SE
0.04
0.05
0.07
0.07

Tau
0.25
0.23
0.17
0.26

主效应分析

r
0.34
0.30
0.38
0.36

95%CI
0.27～0.40
0.21～0.38
0.27～0.49
0.23～0.47

p
0.00*
0.00*
0.00*
0.00*

注：k表示独立样本量；N表示个体样本量；R表示随机效应模型；Q表示检验异质性程度的统计量；I2表示说明效应值的真实差异构成了观察变异的

比例；SE表示标准误差；τ2表示说明比例的研究间变异可用于权重计算的比例；Tau表示独立研究之间的标准偏差；r表示效应值；95%CI表示 95%的置

信区间；p表示显著性水平；*表示 p≤0.05。
（四）调节效应检验

本文分析了同源偏差程度、年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背景 4个调节变量，在分析同源偏差的调

节作用时，根据人际信任、员工创造力两个主变量的评估数据是否来自同一被调查者来区分同源偏差的高低

程度，来源于同一被调查者定义为同源偏差高，反之则为低。在分析年龄因素的调节作用时，将独立研究中

60%以上样本低于 30岁的研究归类于“新生代”，独立研究中 60%以上样本高于 30岁的研究归类于“年长”。

在社会文化背景的调节作用分析时，将中国（包括台湾）、韩国、印度、巴基斯坦归于东方文化背景，美国、爱尔

兰、乌克兰、荷兰、土耳其、高加索地区归于西方文化背景。而在国家发展程度分析时，根据 2018年联合国颁

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的发展指数排名，将美国、韩国、爱尔兰、荷兰、土耳其、中国台湾归于“高经济发展水

平国家（地区）”，中国（除台湾外）、高加索地区、印度、巴基斯坦和乌克兰归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国家”。

从表 3可知，同源偏差程度、年龄、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及社会文化在人际信任和员工创造力之间的调节

作用的 p值均达到显著性水平，即 4个调节因素在其中的调节作用均显著：①同源偏差高时的效应值（0.39）
大于同源偏差低时的效应值（0.27）；②人际信任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在新生代员工群体中的效应值（0.41）大

于年长群体中的效应值（0.25）；③东方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效应值（0.36）大于西方文化背景

下的效应值（0.19）；④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背景下的效应值（0.35）大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背景下的效

应值（0.30）。因此，H4、H5、H6、H7均得到了验证。

表 3 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的调节分析

调节因素

同源偏差

年龄

发展水平

社会文化

模型

R

R

R

R

同质性检验

Q（组间）

78.59

97.61

10.32

39.67

df（Q）

1

1

1

1

p

0.00*

0.00*

0.00*

0.00*

类别

高

低

新生代

年长

高

低

东方

西方

k

31
25
22
18
13
43
50
6

N

9702
7780
6526
5311
4420
13062
16224
1258

点估计与 95%CI
r
0.39
0.27
0.41
0.25
0.30
0.35
0.36
0.19

上限

0.30
0.19
0.32
0.15
0.22
0.27
0.29
0.10

下限

0.47
0.35
0.49
0.33
0.39
0.42
0.42
0.28

双尾检验

Z
8.13
6.16
8.00
5.15
6.50
8.19
9.91
4.01

p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注：R表示随机效应模型；Q（组间）表示调节变量组别之间检验异质性程度的统计量；df（Q）表示自由度；k表示独立样本量；N表示个体样本量；r表
示效应值；95%CI表示 95%的置信区间；Z表示双尾检验统计值；p表示显著水平；*表示 p≤0.05。

四、结论与讨论

针对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存在比较丰富实证研究但观点不一的现状，本文利用元分析方法，综合

检验了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人际信任能够显著促进员工创造力，感知

到领导信任、同事之间的相互信任较信任领导对员工创造力的影响都大；同源偏差程度、年龄、国家经济发展

水平和社会文化均显著调节了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关系，当数据来源于同一个体时，得到的人际信

任对员工创造力影响水平更高；较年长群体，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促进作用在新生代群体中更为显著；

东方文化背景下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强度要高于西方文化背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中，人际信任对

员工创造力的作用要大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本文在为理解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作用机制提供整

合视角的同时，也为解释现有相关研究中结论存在差异的潜在原因提供了大样本的稳健解释。本文的结论

对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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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效应讨论

关于信任的讨论是一个跨学科、多角度，但却弥久如新的话题，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亦是如此。著名管

理学家斯普伦格［61］曾把信任、权力和金钱并称为企业组织三大主导因素。本文收集多个国家、不同时间段、

不同来源的实证样本，采用更具整合性的元分析方法，证实组织内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间存在中等强度

的正相关关系（r=0.34），进一步夯实了组织内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有促进作用的实证基础，也在一定程度

上弥合了针对二者关系的研究分歧。此外，本文还证实了组织内感知到领导信任、同事之间的相互信任分别

与信任领导两种不同类型的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促进作用的差异性，比较而言，感知到领导信任、同事间

相互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积极作用都较信任领导大。虽然目前本文尚未找到与此有关的直接文献证据，但

有研究表明，感知到领导信任和信任领导对员工绩效的影响会因为信任双方的之间的不同而产生差异［15］。

这也是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的一种验证。由于组织内部资源有限，领导会优先满足自己角色期望的下属。

而一旦这种信任被下属感知，下属会对自我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领导与下属之间也就从原来的经济性交换

关系变为既包含经济性又有社会性的复杂交换关系，体现在不仅包括资源的交换，还包括情感心理的交换。

这种基于信任的交换关系必然会带来员工的高创造力。而下属的单方面信任在得不到领导的期望时，创造

力会受打击而发挥受限。另外，组织成员间的信任可以推动组织内形成系统性领导（systemic leadership），并

对激发员工的创造性思维产生内在激励性［62］，也可以视为信任的双向性和双方垂直距离缩小，信任对绩效

促进作用越强的观点在员工创造力上的一个表现。另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来自中国的样本占到大多数，纳入

元分析的 56个独立样本中，以中国（不包含中国台湾样本）为研究对象的样本就有 38个，占到总样本的 2/3。
中国是一个“关系”社会，领导和同事对员工个人来说从来都不是两个具有同等影响力的对象，在信任上亦是

如此。在有着上下级权力和控制结构的领导—下属关系中，纵向的信任领导可能更多的是在制度或工作行

为上认可领导，而来源于同事的横向信任则更能满足员工的心理诉求，促进双方形成互惠依赖和知识分享的

心理契约模式［63］，营造更有利的创新氛围，进而达到更好的创造力激发效果。这一结论对企业实践也有启

示，即企业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信任氛围建设上，既要强调领导风格的转变，突出员工与领导具有更高信任

水平的变革型领导［64］的地位，也应该重视同事间自发性信任的形成和加深。另外，对于员工的期望也要及

时回应，否则其会由于自身没有得到领导的关注而产生嫉妒心理，因而带来消极影响。

（二）调节效应讨论

在组织创造力研究上，一些研究开始关注如何通过影响情境层面因素激发创造力［4］。可是在组织内人

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研究上，对情境因素，尤其是宏观情境因素的作用关注也很少，本文关于调节效应

的分析可以视为对这一研究缺憾的弥补。虽然严格来说，本文分析的同源偏差程度不能算是一个调节因素，

但它有助于解释导致现有研究分歧的一些原因，对如何更好地评价员工创造力也有借鉴价值。

本文证实，同源偏差程度高的研究中，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更加显著，反映了数据来源的单一

性难以保证评估的客观性，同源数据的自我增强效应有可能导致更高的相关性水平。虽然也存在采用他评

方式进行数据收集时，如果评定者对评定对象所了解的信息较为片面，评定结果也会与实际不符［65］的质疑，

但本文的结果表明在针对员工创造力的调查中，还是应当尽量选择多来源的数据收集渠道，减少因为同源偏

差问题所带来的测量误差。

元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因素在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得到了验证，新生代员工群体

中，人际信任对创造力的作用更为显著。本文认为，造成该现象的原因可能在于：

（1）新生代员工处于成长期，其工作内在动机的成就动机更强，有更强的自尊需求，而人际信任能够带来

积极的信息，使得员工产生积极的自我评价，社会比较理论观点认为个体会进行同化比较，意味着自我评价

靠近渴望获得的结果。因而强内在自尊和工作动机的新生代员工会在信任机制下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

（2）创新活动意味着较大的风险，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年长员工重新学习一项新技能变得更加困难，因

此，即使在高信任氛围中也希望保持稳定而不是冒险创新。而新生代员工为获得更加宽广的发展机会和积

累丰富的工作知识和经验，其更加希望通过创新活动来提升自我和得到组织的认可，因而在人际信任的作用

下会表现出更高的创造力。

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文化在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都得到了验证，经济发展水

平低、东方文化背景的国家样本中，人际信任对员工创造力的作用较经济发展水平高、西方文化背景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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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对此一个可能的原因的是西方国家和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在组织制度建设上更加完善，对员工创

造力的激发更多地是靠工作和制度激励，带有一定“人情味”的人际信任发挥的作用也许有限。然而对更看

重人际关系的东方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来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对员工工作上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影响更大，这种影响最终反映在问卷调查方式获得的创造力评价上，就是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之

间的关联性也更高。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本文筛选出的独立样本中，以中国（不包含中国台湾样本）为研

究对象的样本占到 2/3，作为典型的东方文化代表和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际关系比西方的概念

复杂得多。对于中国人而言，关系因素优先于个人因素，人际关系是人际信任的基础，而且中国的人际信任

经常把能力和人品信任混为一体［20］。换言之，中国情境的组织里，能够获得领导和同事信任的人通常能力

和人品都比较优秀，他们的创造力自然也较高。一方面，中国情境下的组织中存在差序式领导模式，其对员

工创造力具有重要影响，而且组织中的人际信任会随着文化的“差序格局”呈现出“差序性”特征［66］；另一方

面，当个体不能在处理同事关系的过程中尽到信任的义务，那么他就会失信于网络中其他的个体，很难再从

其他成员那里获得帮助［67］，从而失去产生创造力所需的上级支持和同事协作。当然还有一点，就是在组织

内人际信任与员工创造力的作用关系上，文化背景和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独立作用，也可以联合作用。例如，

同受东方文化影响深厚的中国和韩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上述作用机制就存在差异［68］。本文得出的

这一结论对中国企业意义更明显，即企业在激发员工创造力的实践时，应该注重从文化机制角度进行思考和

设计，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和模式，而应该考虑中国文化的背景和经济发展的水平。

五、不足与展望

尽管本文对人际信任与创造力之间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定量的综合分析，但仍存在局限性：第一，由于作

者能力有限，本文仅限于中文和英文两种文献，而且一些实证研究没有报告描述性统计数据，不能纳入元分

析中，损失了部分研究样本。第二，受文献和样本数量、研究方法的限制，对数据进行处理时，本文借鉴以往

学者处理多维度变量时常用的效应值取平均数的方法，可能会对效应值的精确性带来一定不利影响。第三，

信任是一种情境依赖的收益（context⁃dependent payoffs）［69］，不同情境下的信任导致的后果也可能不同，本文

在考察调节变量时，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只纳入了同源偏差、年龄、社会文化和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四个方面

的影响，其他的因素如信任的细分维度、企业所有制类型、人口统计特征等是否也具有调节效应有待继续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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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xecutives Background a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P））““Catering””
Behavior of Senior Executives in Private Enterprises

Wu Lijun1，2，Bu Hua1
（1. School of Finance，Xu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Xuzhou 221008，Jiangsu，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Xuzhou 221116，Jiangsu，China）
Abstract：The overall social responsibility level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is low and there is a phenomenon of“confluence of two
poles”. Based on the executives background of senior executives，the“catering”behavior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nalyzed.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executives background of senior executives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SP over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but does not significantly inhibit insufficient invest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t proves that there is a“catering
tendency”in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and that the fulfillmen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a“symbolic”
or“strategic”behavior. The empirical research has explained the phenomenon of“two⁃poles confluence”. Further studies find that pay
gap weaken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xecutive’s executives background and CSP overinvestment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t
shows that salary incentive has governance effect on“government intervention”of executives background. Empirical studies further
indicates that executive’s overconfidence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ing effect between executives background and CSP overinvestment.
The above research reveals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a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and busin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benign mechanism for private enterprises to fulfill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Keywords：senior executives executives background；CSP overinvestment；pay gaps；overconfi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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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高校教师科研绩效激励机制优化设计研究

刘新民 1，2，俞会新 2

（1.天津理工大学 人事处，天津 300384；2.河北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天津 300401）
摘 要：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不仅是广大教师的职业追求，也是高校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设计科学合理的科研产出激励机制

可以促进双方的共赢。在分析影响教师科研产出关键因素基础上，探索教师科研绩效的激励机制，以激发高校教师围绕学科

建设主动开展科学研究，创造更多的学术成果。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研究基础，通过分析建构激励模型得出教师努力水平

不可观测时的最优激励合同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教师的最佳收益与初始工资水平、平台环境、激励水平、产出效率

存在正向影响，而与从事科研工作的努力成本系数存在负向影响；高校的最佳收益与平台环境、单位产出收益存在正向影响，

与教师初始工资水平存在负向影响。

关键词：科研绩效；激励机制；委托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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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提出“双一流”大学和学科的建设方略，这无疑对高等教育质量及高校核心竞争力的内涵要求

提升到一个新高度。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中心工作被赋予了更加光荣而又艰巨的时代责任，着力培养

各类优秀的科技创新人才，实现人才培养达到一流水平的工作目标，这使得每位高校教师的使命更重，压力

更大。基于此，为抢抓发展建设的战略机遇，谋求提升办学水平，许多高校纷纷采取有力措施，着力促进人才

培养和成果产出等工作实绩。具体到教师科研工作中，多数高校以目标管理为基础，在最大限度地提供科研

支持的同时，结合教师个体的工作实际，大力推行绩效管理制度改革，以求取得更加突出的标志性科研成果。

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具有 3个方面的效应：一是有利于促进高校教师人力资本的优化和职业生涯发展。随

着国内博士毕业生和海外学成归国博士人数的增加，高校教师面临越来越大的晋升压力，并且由于高校教师

学术水平的稳步提高，职称评定的标准也越来越严苛，对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的质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高

校教师只有顺应这种趋势，才能确保职业生涯的成功。二是有利于提高学校的知名度和竞争力。高校总的

科研产出对于提升学校在国内外学科及整体排名，提高学校的生源质量、经费拨付数量、师资队伍水平等诸

多方面的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得到了上至清华、北大等一流学校，下到普通院校的广泛重视。三是

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实力、管理水平和人文素养的提高，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由于上述原因，提升高校教师的科研产出效率得到了管理层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一、文献综述

高校教师具有“学术人”和“经济人”的双重特征。有研究认为，高校教师的科研创新行为是基于个体内

生态度和外生态度所影响支配的结果。心理学研究指出，个体的态度主要分内生和外生两种，内生态度是指

以人的兴趣爱好、人格特质及好奇心等因素为驱动力而形成的态度；外生态度一般是由外部环境和诱发性因

素而激发形成的态度。这种二维态度更倾向于个人认知的分析，不同的态度会产生不一样的行为结果。

（一）个体因素影响科研产出的相关分析
经分析发现，影响高校教师科研产出、科研绩效增长的因素较为复杂，主要有个体自身素质（如性别、智

商、年龄、专业背景、个性特征等），组织领导支持（如制度体系、领导的重视程度等），科研环境（如硬件设备、

人际关系或团队建设水平等）。有研究表明，相比女教师来讲，男教师的科研产出效率一般较高［1］。科研生

涯具有明显的阶段性，中青年是科学研究的黄金时期，具有较强的创造潜质和科研能力［2］。高校教师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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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on Employee’’s Creativity in Organizations：：
An Evidence Based on Meta‐analysis

Yan Chun，Huang Shaosheng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Taiyuan 030006，China）

Abstract：Meta⁃analysis method are used to carry out a re⁃analysis with 56 independent empirical research samples ab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reativity. The results show as follows. Interpersonal trust can motivate employees’
creativity effectively，and there is a mid⁃level significantly positive relationship（r=0.34）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employees’
creativity. Felt trusted by leaders and Mutual trust between colleagues has more powerful impact on individual creativity than trust in
leaders. When data come from the same individual， the impacting strength of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higher.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in employee creativity is significantly greater in the new generation employee group than in the older employee
group. The correlation level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employees’creativity is stronger in organizations under ea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 than that of western cultural background，so do the organizations in low development level nations compared with
organizations in high development level nations.
Keywords：interpersonal trust；creativity；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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